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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把关:竞争传播环境和意见交互阈值的作用

李丹珉

摘要:在数字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虚假信息大规模传播已成为威胁人类社会安全的

重大挑战。 近年来,Meta 等科技巨头纷纷推出社区笔记功能,试图通过用户协作的集体把

关模式抑制虚假信息传播。 在此背景下,集体把关的有效性值得人们重新审视。 利用

NetLogo 多主体仿真方法,可模拟集体把关对虚假信息支持者态度的影响。 研究发现:在不

同竞争传播环境和意见交互阈值下,集体把关效果存在显著差异。 在虚假信息强势传播和

高意见交互阈值情况下,集体把关能减少的虚假信息支持者以及极端支持者比例更高。 中

立多数更有助于压缩虚假信息支持者比例,中立少数更有助于缩小极端支持者规模。 竞争

传播环境对集体把关的影响受意见交互阈值调节。 在低阈值和中阈值情况下,竞争传播环

境变化对集体把关结果影响更大。 总体来看,集体把关能否有效遏制虚假信息传播取决于

具体情境。 虚假信息治理应采取综合干预手段,将集体把关和其他辟谣手段结合起来,提
升整体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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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后真相时代,随着媒介技术不断发展,越来越快的信息传播速度与不断降低的内容生产门槛共

同导致网络舆论场中虚假信息泛滥。 虚假信息助长暴力与偏见,加剧分裂与冲突,破坏社会凝聚力。
世界经济论坛(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2024 年全球风险报告》 (Global
 

Risks
 

Report
 

2024)
将虚假信息列为未来两年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1] 部分研究者认为,虚假信息泛滥与把关失效

密切相关。[2] 在新媒体冲击之下,传统媒体把关能力日渐弱化,如何采取更有效的手段以应对网络中

泛滥成灾的虚假信息,成为人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2023 年 5 月,一张显示五角大楼附近发生爆炸的虚假图片在社交媒体上疯传。 随后,X(原 Twit-

ter)新增一项功能,允许用户为具有误导性的内容添加澄清说明。[3] 2024 年 6 月,YouTube 开始测试

社区笔记功能,鼓励用户通过添加注释的方式,标注视频中的错误信息。[4] 2025 年 1 月,Facebook 母

公司 Meta 宣布,将用社区笔记系统替代其现行的第三方事实核查项目。[5] 这些互联网巨头普遍希望

利用用户集体把关的力量遏制虚假信息传播。
用户通过评论、举报、编辑、投票、批注等社交互动行为实现信息筛选、过滤和传播的过程被称为

集体把关( collective
 

gatekeeping) 。[6] 传统事实核查依赖新闻机构(如 BBC
 

Verify) 或第三方组织(如

PolitiFact)的专业团队对信息进行审核。 集体把关则主要由去中心化的普通用户完成,信息传播由

社群共识所决定。 除了社区笔记系统,Wikipedia 内容编辑系统以及 Reddit 投票系统也符合集体把关

特征。 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交媒体平台尝试利用集体把关应对虚假信息,人们开始围绕这一机制的有

效性展开讨论。 有观点认为,集体把关能让用户共同决定哪些内容具有误导性,这种做法有助于构



建更为开放的社交媒体环境;不过,也有业界人士表示,面对病毒式传播的虚假信息,集体把关的作

用可能微乎其微。[7]
 

上述分歧反映出集体把关研究仍有待深入,集体把关对虚假信息传播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
在新闻传播学和信息科学领域,围绕集体把关议题,学者们着重探讨影响用户参与虚假信息纠正的

因素以及用户集体把关中考虑的信息标准等问题[8-9] ,少有研究从宏观角度验证集体把关的有效性。
此外,尽管已有学者从动态视角出发,模拟社会互动中的舆论演化过程,但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不同个

体属性与群体结构条件下群体意见如何趋于一致或分化为多个对立意见簇[10-12] 。 从集体把关视角

出发,探讨用户行为如何影响虚假信息传播的研究仍较为有限。 有鉴于此,本研究采用仿真研究方

法,模拟不同情境下集体把关网络的运行效果,测量集体把关对虚假信息传播的影响。 在学理层面,
通过总结社群驱动的集体把关特点,丰富把关理论现有研究成果;在实践层面,通过探索集体把关在

打击虚假信息传播方面发挥的作用,为虚假信息治理提供可行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集体把关这一概念来源于把关理论。 1947 年,勒温( Kurt
 

Lewin)在思考为什么不同美国家庭的

饮食习惯不同时,首次明确提出“把关人”的概念。[13] 勒温发现食物通过不同渠道进入美国家庭餐

桌,家庭主妇犹如把关人,会将不受欢迎的食物移出购买清单。 20 世纪 50 年代,新闻传播学界围绕

信息把关现象展开首波理论探讨,怀特( David
 

Manning
 

White)通过研究一位美国地方报纸编辑对电

讯稿的筛选行为,提出新闻选择的基本把关模式。[14] 传统把关理论认为,信息传播过程主要由专业

媒体机构所控制。 不过进入 21 世纪后,以舒梅克( Pamela
 

Shoemaker)为代表的学者们发现,互联网

兴起后,传统媒体的权威性逐渐减弱,信息流动开始由用户行为、社群共识和平台算法等多重因素共

同决定。[15-17] 随着社交媒体互动性的增强,个体在依据自身标准筛选信息并与他人持续互动的过程

中,涌现式的集体把关效用会显现出来。[18] 虽然布伦斯( Axel
 

Bruns) 、梅拉兹( Sharon
 

Meraz)等学者

普遍承认集体把关有纠正虚假信息的潜能,但也强调集体把关效果受信息传播环境与用户行为结构

的限制[19-21] ,本研究遵循这一思路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
(一)竞争传播环境与集体把关

在多元信息并存的社交媒体环境下,公众的认知判断与观点形成并非由单一信息所决定,而是

持续受到立场对立、相互竞争的多种信息源的共同影响。[22] 所谓竞争传播环境,是指立场不同的信

息(如虚假信息与辟谣信息)围绕公众的认知资源展开动态博弈,进而形成的具有明显对抗性的传播

场域。[23] 在不同的竞争传播环境中,由于信息传播的结构性差异与用户意见生态的多样性,同一条

虚假信息在不同平台上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传播路径。
竞争传播环境的特征首先表现为虚假信息是否在与辟谣信息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有学者发现,

与北欧和西欧国家相比,美国公民初始相信虚假信息的比例更高。[24] 还有学者指出,虚假信息在八

卦报纸等低合法性媒体上的影响力更大且更容易被用户所相信。[25] 总体而言,当虚假信息在初始支

持者比例、信息影响力、信息可信度等方面占据优势时,竞争传播环境呈现虚假信息强势特征;反之,
若辟谣信息在这些方面更具优势,则出现虚假信息弱势情况;而当双方势均力敌时,则形成均势竞争

情况。
除了虚假信息与辟谣信息之间的竞争关系外,中立者的结构性分布也是影响竞争传播环境的重

要因素。 相关研究显示,中立者比例提升在一定条件下有助于降低社群间的对抗强度。[26] 一方面,
中立者作为连接不同社群的桥梁,有助于打破回音室效应;另一方面,中立者的存在能够降低网络中

极端意见的集中程度,促使各类意见在网络中均衡分布。
针对不同竞争传播环境下的集体把关效果,学者们提出不同观点。 一类观点认为,社交媒体平

台上大规模用户的参与并不一定提升信息把关效果,反而可能增强虚假信息的扩散能力。[27] 与此相

对,另一类观点强调集体把关的纠偏潜力,认为用户可以通过指出信息中的事实性错误或不当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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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其他用户更好地理解新闻事件,促使讨论空间的规范形成。[28] 这些研究分歧表明,竞争传播环

境对集体把关效果的影响具有复杂性。 为进一步探索不同竞争传播环境下的集体把关效果,本研究

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 1:在不同的竞争传播环境下,集体把关效果是否存在差异?
(二)集体把关中的意见交互阈值

意见交互阈值体现个体的开放性。 意见交互阈值越高,个体越愿意与持不同意见的人互动,对
异质性意见的接受度越高。[11] 根据社会判断理论,人们在接触到新信息后,会利用已有观念对新信

息进行感知评价。 人们在面对新信息时,通常会根据该信息与自身立场的接近程度,将其归入接受

区、不确定区或拒绝区。 只有当双方观点相差不大时,用户意见才可能发生改变。[29]

信息影响力、信息可信度、个体从众性都是影响意见交互阈值的关键因素。 信息影响力能够影

响用户的信息采纳意愿,社交媒体平台上高点赞和高转发的信息更容易被用户接受。[30] 信息可信度

是指人们对某一信息真实性和可靠性的评估。 有研究发现,即便信息本身具有客观真实性,若未能

获得用户的信任和认同,其在网络舆论场中的传播效能亦可能明显受限。[31] 个体从众性是指个体在

信息判断过程中是否容易受他人观点的影响,从众性较高的个体更容易接受群体观点并根据群体观

点调整自身立场。[32]

既有研究普遍认为,意见交互阈值越高,社交网络中的信息流动性越强,不同观点之间越容易交

叉传播。[33] 不过,意见交互在虚假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具有双重可能性。 一方面,如果意见交互发生

在同质性较强的社群内部,虚假信息在群体内部的影响力可能会被进一步放大[34] ;另一方面,当用

户基于不确定性进行决策时,他们更容易接触到与虚假信息相悖的辟谣意见,这种接触会促使用户

更新自己的观点,从而限制虚假信息传播[35] 。 这些看似矛盾的研究结果提醒我们,在不同竞争传播

环境下,意见交互阈值可能会发挥不同作用,应对不同意见交互阈值下虚假信息的集体把关情况进

行分层讨论。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两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 2:在不同的意见交互阈值下,集体把关效果是否存在差异?
研究问题 3:竞争传播环境对集体把关的影响是否会受意见交互阈值的调节?

三、集体把关的演化仿真

尽管各种集体把关方式在具体运作机制上存在差异,但它们确实拥有某些共同特征。 首先,信
息筛选依靠用户群体协作而非单一机构或个体决策来完成;其次,用户群体内部存在分化立场,人们

对同一条信息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支持、中立、反对虚假信息的网民共存;最后,用户对信息的认知

会动态变化,人们对信息真伪的评估会受他人反馈和外界环境的影响。 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建构能

够映射这些特征的集体把关演化仿真模型。 一方面,该模型创设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场域,场域中

的虚假信息支持者、中立者、反对者共同参与把关活动,这些行动主体共同决定虚假信息传播结果;
另一方面,在互动过程中,用户对信息的态度会随集体反馈情况发生改变。 沿此逻辑延伸,本研究将

进一步探索不同情境下的集体把关效果,以期为社交媒体虚假信息治理提供思路。
(一)集体把关的场域建构

为了更好地模拟现实中的集体把关场域,本研究对 BA 无标度网络模型进行改进。 该模型可以

通过增长机制和优先连接机制生成具有幂律分布特征和动态适应性特征的网络。 本研究一方面利

用三角构成法提高网络的聚类系数,另一方面引入边的权重,使生成的网络更接近现实世界中的复

杂网络。
在网络生成阶段,模型首先创建 N0 个初始节点,并在不允许重复连边的条件下随机添加连边,

使网络达到预设的初始连边规模。 随后进入增长阶段,模型每轮新增一个节点,并仅在度未达到上

限 K imax 的既有节点中选择连接对象;在此基础上采用偏好连接机制,使连接度更高的节点以更大概

率获得新连边。 在新节点与既有节点建立连边后,若该既有节点存在其他邻居,模型将从其邻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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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抽取一个节点与新节点再连边,以形成三角闭合结构并增强局部聚类。 为刻画加权网络中连接

强度差异,本研究在网络生成阶段为连边赋予权重属性 w ,将其操作化为行动者之间的连接强度。
为在模型中以最小参数成本呈现强弱连接的结构异质性,参考加权网络研究中以边权重表征连接强

度的常见处理[36-37] ,每次生成连边均以 0. 2 的概率设为强连接( w = 0. 8),否则设为弱连接( w = 0. 2)。
竞争传播环境下,行动主体可以分为支持、中立、反对虚假信息的三类人群。 支持者倾向于主动

传播虚假信息,反对者会通过提出反驳或质疑来阻断虚假信息传播。 中立者起初对虚假信息无明显

态度,他们的传播行为受社交压力或外界舆论的影响。 在模拟仿真研究中,行动者数量的设定可能

会影响输出结果的稳定性,因此需要对比不同行动者数量的模拟结果以有效识别模型的结构敏感性

程度。[38] 在保证计算效率与实验可重复性的前提下,参考过往研究[39] ,将初始行动者数量分别设置

为 600 人、900 人、1200 人。
(二)主体行为设置

为了更好地模拟集体把关中个体意见的演化过程,本研究在 Hegselmann-Krause( HK)模型的基

础上,针对行动主体属性和意见改变规则进行扩展设定。 该模型构建一个封闭的社交网络,其中包

含若干行动主体,每个行为主体都拥有一个初始意见值。 在模型的每一步仿真中,行动主体都会与

其邻近的其他主体发生互动,其意见值根据与邻居意见的关系按特定规则进行更新。 当主体的意见

值在一定时间内趋于稳定或模型运算达到预设的最大迭代次数时,程序停止运行。 HK 模型以其简

单有效的结构被广泛用于模拟群体意见的演化过程,该模型在研究网络环境下共识的出现与意见的

分化时表现出重要价值。
核心行动者都拥有四个基本属性:意见值和意见倾向、信息影响力、信息可信度、个体从众性。

①意见值和意见倾向:意见值和意见倾向代表行动者对虚假信息的态度。 本研究将初始状态下个体

i的意见值设定为 O i ( t ) ,表示个体 i在 t时刻的意见值。 意见值分布于连续区间[0,1] ,意见值所处

区间可反映不同的意见倾向。 其中,[0,0. 33]表示反对虚假信息的倾向,( 0. 33,0. 67)表示中立倾

向,[0. 67,1]表示支持虚假信息的倾向。 此外,如果意见值小于 0. 1 或大于 0. 9,则视为极端反对或

极端支持虚假信息的倾向。 ②信息影响力:信息影响力 I i 反映行动者 i 在网络中的结构性影响力。
本研究中, I i 的取值范围为[0,1] ,数值越大说明行动者 i 对他人意见变化的推动作用越强。 ③信息

可信度:信息可信度 T i 的取值范围为[0,1] ,表示行动者 i 在互动中对信息的信任倾向。 ④个体从众

性:个体从众性 C i 意味着行动者 i 受外部意见影响的容易程度。 C i 在[0,1]的范围内随机取值,数值

越大说明行动者 i 越容易改变自己的态度。
个体行动与意见更新规则:模型初始状态下,所有行动者围绕同一条虚假信息形成意见值 O i ∈

[0,1] ,并据此被划分为反对者、中立者、支持者三类。 三种意见倾向的人数比例可以在 0 ~ 100%之

间变化,其总和为 100%。 程序运行过程中,每一轮( tick)都会先根据当前行动者的意见值 O i 重新标

记行动者立场。 在互动阶段,模型将支持者与反对者视为积极表达立场的行动者,对这两类主体执

行意见更新;中立者暂时不主动更新自身意见,但其中立立场仍作为邻近信息环境的一部分参与和

他人的互动。 具体来说,非中立主体 i 会与网络中的相邻个体发生潜在互动,并进一步受到意见交互

阈值的约束:只有当相邻个体 j 与 i 的意见差异满足 | O i( t) - O j( t) | < 􀆠 (程序中对应阈值参数 z )
时,双方才发生意见交互。 若存在可互动邻居,则主体 i 的态度将向该邻居的态度方向发生一次调

整,其调整幅度由邻居的信息影响力 I j 、行动者自身的个体从众性 C i 、双方的信息可信度 T i 和 T j 共

同调节。 更新完成后,意见值被限制在[ 0,1] 区间内,以保证意见范围的可解释性。 具体计算公

式为:
O i( t + 1) = O i( t) + (O j( t) - O i( t) ) ·I j·T i·T j·C i

(三)工具模拟与情境设置

本研究使用由美国西北大学计算机科学专家威伦斯基( Uri
 

Wilensky) 开发的多主体建模语言

Netlogo
 

6. 3. 0 进行仿真模拟。 由于 Netlogo 可以通过参数变化组合生成多种情境[40] ,通过调整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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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模拟不同虚假信息传播情境详见表 1。
竞争传播环境:本研究将竞争传播环境设定为二阶变量,该变量由信息竞争情况和中立者比例

两个一阶变量共同构成。 信息竞争情况反映虚假信息与辟谣信息的传播竞争关系。 参考前人关于

谣言辟谣过程中情绪传播的多主体仿真研究,辟谣相关的关键客观因素(如可信度、辟谣速度等)可

以被归一化至[0,1]区间,并可以采用 0. 2、0. 5、0. 8 的分层参数设定构建多组情景。[41] 基于这一情

景化设定思路,根据虚假信息是否在与辟谣信息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将信息竞争情况划分为三类。
①弱势传播:初始支持 / 反对虚假信息的人数比例为 1 ∶ 3,虚假信息的影响力与可信度均为 0. 2,辟
谣信息的影响力与可信度均为 0. 8;②均势传播:人数比例为 1 ∶ 1,虚假信息和辟谣信息的影响力与

可信度均为 0. 5;③强势传播:人数比例为 3 ∶ 1,虚假信息的影响力与可信度均为 0. 8,辟谣信息的影

响力与可信度均为 0. 2。
中立者比例是指中立者在场域中的结构性占比。 曾有学者在对社会网络中初始中立者比例进

行遍历(范围覆盖 0. 01 ~ 0. 99)之后发现,初始中立者比例影响系统最终走向,尤其是在低敏感度情

况下,初始中立者比例较低则行动者走向两极分化,初始中立者比例较高则行动者走向全部中

立。[42] 据此,本研究设置中立少数(20%)与中立多数(60%)两种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个体从众性

属于相对个体化的变量,会因人格特质不同而产生差异。[43] 此外,从建模技术的角度来看,如果将个

体从众性设为随机变量,可以避免 HK 模型的群体演化路径过于线性、缺乏分化。 因此,将个体从众

性设为随机变量,用以增强模型的复杂演化能力。
意见交互阈值:意见交互阈值的取值范围为[0,1] ,数值越接近 1,意味着意见交互阈值越高,个

体之间越容易互相产生影响。 受过往研究启发[44] ,将意见交互阈值分为低阈值( 0. 2) 、中阈值

(0. 5) 、高阈值(0. 8)三种。 低阈值意味着个体只愿意与意见非常接近的人互动;中阈值说明个体既

不完全开放,也不完全封闭,他们愿意与意见有一定差异的人沟通;高阈值代表个体愿意与意见差异

较大的人交流。
在情境设置的过程中,将信息竞争情况与中立者比例两项因素结合起来构建 6 种竞争传播环境

类型,并以编号 1 ~ 6 加以区分。 例如,竞争传播环境 1 即代表“弱势传播+中立少数”情况。 竞争传

播环境类型分别搭配不同的意见交互阈值(低:0. 2,中:0. 5,高:0. 8) ,构成 6(竞争传播环境) ×3(意

见交互阈值)的实验设计,共模拟 18 组情境。

表 1　 模拟情境

竞争传播

环境
弱势传播

竞争传播

环境
均势传播

竞争传播

环境
强势传播

意见交互

阈值

1
中立少数

(20%-20%-60%)
3

中立少数

(40%-20%-40%)
5

中立少数

(60%-20%-20%)

低(0. 2)

中(0. 5)

高(0. 8)

2
中立多数

(10%-60%-30%)
4

中立多数

(20%-60%-20%)
6

中立多数

(30%-60%-10%)

低(0. 2)

中(0. 5)

高(0. 8)

　 　 注:表中括号内的百分比表示支持者、中立者、反对者在模拟群体中的人数占比。

本研究使用 2 个指标测量集体把关效果:①支持虚假信息的人数变化率;②极端支持虚假信息

的人数变化率。 测量以每轮开始时的人数为初始值,以迭代 1500 次后的人数为结束值。 通常情况

下,变化率为(结束值-初始值) / 初始值×100%。 由于在本研究模拟的多数情境中,结束值小于初始

值,这就导致多数变化率为负值。 为了方便阅读,给变化率取相反数,以使图表更加直观。 此时,支
持虚假信息的人数变化率如果为正,意味着支持虚假信息的人数减少,反之意味着支持虚假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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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增多;极端支持虚假信息的人数变化率如果为正,意味着极端支持虚假信息的人数减少,反之意

味着极端支持虚假信息的人数增多。
集体把关网络中的意见值分布具有随机性,模型每次运行结果存在一定差别。 为了减少随机误

差并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参考前人研究设计[45] ,数据分析使用模型 20 轮运行的结果。 模型具体运行
机制如图 1 所示。

图 1　 模型运行机制图

四、研究发现

为检验不同行动者数量(600、900、1200)对模型输出结果的影响,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其进行
敏感性测试。 结果显示,行动者数量变化不会引起“支持虚假信息人数的变化率” ( p = 0. 764>0. 05)
和“极端支持虚假信息人数的变化率” (p= 0. 978>0. 05)的显著变化,这表明模型输出结果对行动者

数量变动不敏感。 因此,将三个行动者数量组的数据合并起来用于后续统计分析,以扩大样本规模

并增强分析稳健性。 在敏感性测试的基础上,利用双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竞争传播环境和意见

交互阈值对集体把关效果的影响。 表 2 为模拟仿真结果的描述统计表。

表 2　 描述统计表

竞争传播环境
支持虚假信息的人数变化率 极端支持虚假信息的人数变化率

阈值低 阈值中 阈值高 阈值低 阈值中 阈值高

1(弱势传播+中立少数)
0. 179

(0. 040)
0. 814

(0. 067)
0. 985

(0. 013)
-0. 141

(0. 245)
0. 589

(0. 190)
0. 998

(0. 007)

2(弱势传播+中立多数)
0. 298

(0. 060)
0. 907

(0. 040)
0. 967

(0. 019)
-0. 359

(0. 266)
0. 849

(0. 109)
0. 994

(0. 014)

3(均势传播+中立少数)
0. 195

(0. 090)
0. 914

(0. 027)
0. 992

(0. 006)
0. 471

(0. 165)
0. 845

(0. 058)
1. 000

(0. 002)

4(均势传播+中立多数)
0. 396

(0. 090)
0. 956

(0. 018)
0. 982

(0. 013)
0. 185

(0. 273)
0. 928

(0. 052)
0. 997

(0. 007)

5(强势传播+中立少数)
0. 180

(0. 102)
0. 949

(0. 020)
0. 970

(0. 018)
0. 776

(0. 103)
0. 971

(0. 020)
0. 997

(0. 006)

6(强势传播+中立多数)
0. 518

(0. 126)
0. 965

(0. 021)
0. 974

(0. 017)
0. 637

(0. 211)
0. 985

(0. 021)
0. 997

(0. 006)

　 　 注:表中数据以“均值(标准差) ”的形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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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竞争传播环境对集体把关的影响

针对研究问题 1,研究发现,在不同的竞争传播环境下,集体把关网络运行后支持虚假信息的人

数变化率(F = 192. 915,p<0. 001, ηp2 = 0. 476)和极端支持虚假信息的人数变化率(F = 322. 902,p<
 

0. 001, ηp2 = 0. 603)均存在显著差异,见表 3。

表 3　 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支持虚假信息的人数变化率 极端支持虚假信息的人数变化率

F ηp2 F ηp2

校正模型 2034. 480∗∗∗ 0. 970 546. 328∗∗∗ 0. 897

竞争传播环境 192. 915∗∗∗ 0. 476 322. 902∗∗∗ 0. 603

意见交互阈值 16228. 344∗∗∗ 0. 968 2896. 826∗∗∗ 0. 845

竞争传播环境×意见交互阈值 116. 490∗∗∗ 0. 523 187. 941∗∗∗ 0. 639

　 　 注:∗p<0. 05,∗∗p<0. 01,∗∗∗p<0. 001。

就支持虚假信息的人数变化率而言,通过 LSD 多重比较后发现,除了“3(均势传播+中立少数)
和 5(强势传播+中立少数) ” (M_diff = 0. 0005,p= 0. 939>0. 05) ,其他竞争传播环境之间的均值差异均

显著(p<0. 001) 。 由表 4 可知,6(强势传播+中立多数)的集体把关效果最为突出,这说明中立者的

调和作用可能在虚假信息强势传播情况下尤为重要。 在相同的信息竞争情况下,中立多数的抑制作

用强于中立少数(例如,竞争传播环境 6>5,竞争传播环境 4>3) 。 此外,1(弱势传播+中立少数)作为

基准参考组,发挥的集体把关效用最弱。

表 4　 相对均值排序

支持虚假信息人数的变化率 极端支持虚假信息人数的变化率

竞争传播环境的相对均值排序 均值差值(M_diff) 竞争传播环境的相对均值排序 均值差值(M_diff)

6(强势传播+中立多数) +0. 1597 5(强势传播+中立少数) +0. 4332

4(均势传播+中立多数) +0. 1185 6(强势传播+中立多数) +0. 3911

2(弱势传播+中立多数) +0. 0647 3(均势传播+中立少数) +0. 2901

3(均势传播+中立少数) +0. 0410 4(均势传播+中立多数) +0. 2216

5(强势传播+中立少数) +0. 0405 2(弱势传播+中立多数) +0. 0129

1(弱势传播+中立少数) 0(基准参考组) 1(弱势传播+中立少数) 0(基准参考组)

　 　
就极端支持虚假信息的人数变化率而言,通过 LSD 多重比较后发现,除了“1(弱势传播+中立少

数)和 2(弱势传播+中立多数) ” (M_diff = -0. 0129,p = 0. 376>0. 05) ,其他竞争传播环境之间的均值

差异均显著(p<0. 01) 。 由表 4 可知,在虚假信息强势传播情况下(竞争传播环境 5 与 6) ,极端支持

者人数比例下降最为明显。 此外,在极端支持者层面上,许多时候中立少数比中立多数的影响效果

明显(例如,竞争传播环境 5>6,竞争传播环境 3>4) 。
(二)意见交互阈值对集体把关的影响

针对研究问题 2,研究发现,在不同的意见交互阈值下,集体把关网络运行后支持虚假信息的人

数变化率(F = 16228. 344,p<0. 001, ηp2 = 0. 968)和极端支持虚假信息的人数变化率(F = 2896. 826,
p<0. 001, ηp2 = 0. 845)存在显著差异。 此外,通过比较 ηp2 可以看出,与竞争传播环境相比,意见交

互阈值对集体把关结果的影响更显著,且这种优势在支持虚假信息的人数变化率方面体现得更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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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见表 3。
在支持虚假信息的人数变化率方面,通过 LSD 多重比较可以发现,低阈值-中阈值、低阈值-高

阈值、中阈值 -高阈值之间的均值差值分别为 - 0. 623、 - 0. 684、 - 0. 061,两两之间差异显著 ( p <
0. 001) 。 在极端支持虚假信息的人数变化率方面,低阈值-中阈值、低阈值-高阈值、中阈值-高阈值

之间的均值差值分别为-0. 600、-0. 736、-0. 136,两两之间差异显著( p<0. 001) 。 综合来看,无论是

支持虚假信息的人数变化率,还是极端支持虚假信息的人数变化率,低阈值-高阈值引发的变化量都

高于中阈值-高阈值引发的变化量。
(三)交互调节效应分析

为探讨研究问题 3,笔者利用双因素方差分析检验“竞争传播环境×意见交互阈值”的交互作用。
结果显示,支持虚假信息的人数变化率交互项(F = 116. 490,p<0. 001, ηp2 = 0. 523)和极端支持虚假

信息的人数变化率交互项(F = 187. 941,p<0. 001, ηp2 = 0. 639)存在显著差异。 为进一步揭示交互

调节模式,笔者绘制不同意见交互阈值下的竞争传播环境组间成对比较森林图,见图 2。 图中横轴表

示组间支持虚假信息的人数变化率或极端支持虚假信息的人数变化率的均值差值,纵轴表示 6 类竞

争传播环境的编号成对组合,以 95%置信区间判定显著性。

图 2　 成对比较森林图

结果显示,就支持虚假信息的人数变化率而言(图 2 上方三图) ,低阈值条件下不同竞争传播环

境之间的差异最为显著,大部分成对比较的置信区间未跨越零点。 中阈值下大多数组间比较仍显

著,但效应量整体减小。 在高阈值条件下,只有两组组间比较有显著差异(2-3,3-5) ,置信区间大部

分穿过 0,这说明不同竞争传播环境之间的差异已不再形成有效的集体把关差异。
极端支持虚假信息的人数变化率(图 2 下方三图)亦呈现出和支持虚假信息的人数变化率一致

的调节趋势。 不过,极端支持倾向对意见交互阈值的调节作用更敏感。 具体来说,低阈值条件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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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有组别之间均出现显著差异,而且部分组别比较的变化量超过-1. 0。 中阈值条件下,多数组间

差异保持显著;而在高阈值条件下,所有置信区间均跨越 0,集体把关效能整体趋于一致。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及理论对话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虚假信息传播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本研究利用 NetLogo 多主体仿真的方法,考
察不同情境下集体把关对虚假信息传播的影响。

首先,从理论层面看,尽管有学者已经指出,集体把关受信息传播环境与用户行为结构的限制,
但其代表性实证研究多聚焦于集体把关效果显著的案例,如 2011 年埃及“1·25 革命”和 2015 年天

津爆炸事故等,提及的平台是 Twitter、微博等主流社交媒体。[20-21] 可正如文献回顾中所提到的,在低

合法性媒体上,用户对虚假信息的集体把关可能失效。[25] 本研究明确,应将集体把关视为一种情境

性影响机制,集体把关网络实际运行效果高度依赖竞争传播环境和意见交互阈值等变量的具体情

况,这种定位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分析集体把关和虚假信息传播的复杂关系。
其次,部分学界和业界人士担忧,在虚假信息强势传播情况下,集体把关不仅难以纠偏,反而可

能加剧虚假信息扩散。[7] 然而,本研究发现,即使是在虚假信息强势传播情况下,集体把关运行也能

有效降低支持虚假信息和极端支持虚假信息的人数比例,反而是在虚假信息弱势传播情况下,集体

把关运行效果不佳。 这一发现丰富了信息传播风险治理的理解维度,说明集体把关的运行效果主要

取决于舆论场中用户的集体反应能否被激活。 在传播低频、关注度有限的场景中,由于缺乏足够的

用户互动,集体把关容易陷入结构性沉默状态。
再次,在虚假信息治理研究中,人们普遍将中立者视为信息生态系统中的缓冲力量,认为中立者

的存在有助于降低用户观点的极化程度[26] 。 笔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现,中立多数有助于降低支

持虚假信息的人数比例,但在遏制极端虚假信息支持者方面,中立少数可能更有效。 在虚假信息强

势传播和均势传播情况下,较低比例的中立者可能更容易渗透到虚假信息支持者的群体内部,进而

发挥观点扰动作用。 这提醒研究者,在去极端化的集体把关过程中,相较于中立者数量,更应关注中

立者在网络中的分布情况。
最后,无论在哪种竞争传播环境下,较高的意见交互阈值都能显著提升集体把关效果。 特别是

在改变极端支持者态度方面,提高意见交互阈值尤为重要。 此外,随着意见交互阈值从低到高提升,
竞争传播环境对虚假信息支持者和极端支持者的影响会逐渐减弱甚至消失。 这表明在开放的网络

互动条件下,信息流动可能更有利于信息纠偏。 未来研究应思考,如何让封闭圈群中的用户更加开

放地接受异质信息。
(二)现实启发

在 Meta 宣布将 Facebook 的事实查核机制改为类似 X 的社区笔记模式后,围绕这种新模式的争

议就不断出现,许多人质疑集体把关能否真正有效地遏制虚假信息传播。 从研究的结果看,许多情

况下,集体把关的确可以遏制虚假信息传播。 然而,集体把关不是万能的,其有效性受竞争传播环境

和用户参与度的影响。 某些时候,集体把关可能因心理反弹效应失效,反而强化部分用户对虚假信

息的支持程度。 因此,治理虚假信息需采取多层次、多策略的综合干预手段。
第一,集体把关可能对大型谣言的辟谣效果更好,对小型谣言的辟谣效果较差。 大型谣言能引

发广泛社会关注,即使在虚假信息强势传播情况下,由于参与讨论的人数众多,随着不断有用户对相

关内容进行审核与补充,虚假信息支持者和极端支持者的数量也会显著减少。 小型谣言由于内容贴

近日常且传播范围有限,往往容易被大众忽视,参与辟谣的人数也相对较少。 与大型谣言相比,它们

对用户的影响更为隐蔽持久,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用户认知、影响用户生活。 为提升集体把关

在治理不同类型谣言上的效能,或可根据谣言类型采取分层治理策略:针对大型谣言,治理主体可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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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社交平台的高曝光机制,鼓励公众通过评论、转发等方式参与信息传播,推动开展集中纠偏工作;
针对小型谣言,要发挥社群管理员、群聊组织者、垂类博主等的辟谣作用,通过他们激活局部网络的

信息纠错能力。
第二,针对中立者比例对集体把关效果的差异化影响,虚假信息治理应根据目标对象精准配置

干预方式。 具体来说,面对普通的虚假信息支持者,可通过提升中立者比例、营造理性多元的舆论氛

围,缩小虚假信息扩散范围。 面对立场极端的虚假信息支持者,平台可以通过算法推荐有意识地将

中立观点嵌入信息网络结构中,以弱连接的方式将异质观点引入信息场,逐步打破极端虚假信息支

持者封闭的认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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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ekeeping
 

Emerges:
The

 

Role
 

of
 

Competitive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s
 

and
 

Opinion
 

Interaction
 

Thresholds

Li
 

Danmi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rapidly
 

developing
 

digital
 

media,the
 

large-scale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
 

has
 

become
 

a
 

major
 

challenge
 

threatening
 

societal
 

security. In
 

recent
 

years,technology
 

giants
 

such
 

as
 

Meta
 

have
 

introduced
 

features
 

like
 

Community
 

Notes,aiming
 

to
 

curb
 

misinformation
 

through
 

a
 

model
 

of
 

collective
 

gate-
keeping

 

based
 

on
 

user
 

collaboration. Against
 

this
 

backdrop,it
 

is
 

necessary
 

to
 

revisit
 

the
 

effectiveness
 

of
 

col-
lective

 

gatekeeping. This
 

study
 

employs
 

a
 

NetLogo-based
 

multi-agent
 

simulation
 

to
 

examine
 

how
 

collective
 

gatekeeping
 

influences
 

the
 

attitudes
 

of
 

misinformation
 

supporter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its
 

effectiveness
 

va-
ries

 

significantly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of
 

competitive
 

communication
 

and
 

thresholds
 

for
 

opinion
 

interac-
tion. When

 

misinformation
 

is
 

dominant
 

and
 

the
 

opinion
 

threshold
 

is
 

high,collective
 

gatekeeping
 

is
 

more
 

effec-
tive

 

in
 

reducing
 

both
 

the
 

proportion
 

of
 

misinformation
 

supporters
 

and
 

extremist
 

supporters. A
 

neutral
 

majority
 

contributes
 

to
 

decreasing
 

the
 

overall
 

number
 

of
 

supporters,while
 

a
 

neutral
 

minority
 

is
 

more
 

effective
 

in
 

reduc-
ing

 

the
 

share
 

of
 

extremists. Moreover,the
 

influence
 

of
 

the
 

competitive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on
 

collec-
tive

 

gatekeeping
 

is
 

moderated
 

by
 

the
 

opinion
 

interaction
 

threshold. At
 

low
 

and
 

medium
 

thresholds,variations
 

in
 

the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produce
 

greater
 

effects
 

on
 

gatekeeping
 

outcomes. Overall,the
 

capacity
 

of
 

collective
 

gatekeeping
 

to
 

curb
 

misinformation
 

is
 

highly
 

dependent
 

on
 

specific
 

contexts. Therefore,misinforma-
tion

 

governance
 

should
 

adopt
 

a
 

multi-pronged
 

strategy
 

that
 

integrates
 

collective
 

gatekeeping
 

with
 

other
 

debun-
king

 

mechanisms
 

to
 

improve
 

overall
 

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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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misinformation;information
 

governance;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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